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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7 

從五四喊出民主與科學這兩個口號以來，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問題便幾乎都

集中到了這兩個概念之上。而如所週知的，從一開始，五四的先知們就將這兩

個概念的推動，和反傳統掛了鉤，於是基於新文化而揚棄舊傳統的運動乃舖天

蓋地而來，席捲了這幾十年來絕大部分的中國知識份子。如果從比較同情的角

度來看，民主和科學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確和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差距太大

，而西方由科學所衍生的科技文明，就算沒有帝國主義的問題，它本身也是無

可抗拒的，再加上隨伴此一文明之後，又有一套更能體現人性價值的社會體制

，這當然會讓人油然而興除舊佈新之顧望。但幾十年下來，民主科學在中國社

會的實踐，顯然是令人失望的;而即使是在實踐得較好的台灣，我們也看到了

諸多問題。在此，筆者並無意加入那早已汗牛充棟的社會學或人類學等等的檢

討，中國社會何以至今仍不能發展出成熟的民主體制?中國的知識階層何以迄

今仍不脫買辦習氣?這當然都很值得從各個角度來探討，但筆者所關切的則是

另一個問題，亦即今天台灣社會在民主實踐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價值失序的問

題。在筆者看來，這一問題恐怕和民主生活與傳統的脫鉤脫不了干係，為此，

筆者乃擬再炒一次冷飯，來重新檢討一下中國思想傳統與民主政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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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前述問題，筆者必須再次聲明，我所謂的民主生活與傳統脫鉤，這所

謂的傳統，並非指人類學意義下的傳統。從社會學或是人類學的觀點，當然不

可能有所謂和傳統脫鉤的問題，而且今天也有太多實證的證據顯示，當前台灣

民主實踐的問題，有不少正是源自於傳統力量的擊肘，對於這些證據，筆者毋

寧都是承認的(註一)。但此處筆者所謂的與傳統脫鉤，所指的乃是針對由五

四而來的反傳統心態而言。筆者當然並不否認，傳統中有太多東西都是該揚棄

的，但若依辯證法的說法，以揚棄傳統作為傳統的「反題 J '它恰恰意指著是

對傳統的成全，因此，健康的揚棄傳統，是不必以反傳統為名的。無奈的是，

反傳統卻幾乎成了這一代中國人的共識，甚且，由於台灣近年來的一股特殊的

本土化氣氛，反傳統乃又漸質變成了反中國，這就更讓人不知從何說起了。而

且，它也更讓筆者搪心，台灣現今的民主過渡，是否能夠克服價值失序的問題

，何以言之呢?

我們了解，民主的建立，從很常識性的角度來看，它首先代表的是對所有

政治權力的連作，均要求納入某種體制性的規範之中，同時，任何權力的運作

均有相應的權力機制以節制之，政治權威的來源則是來自於人民基於自由意志

的託付，從而此權威的行使可以進而成為人民主權的體現，並因此而使它得以

成為保障人權的憑藉。而在人類民主實踐的歷史中，以人權為名的真體價值不

斷地增加，通過這些價值，人類乃逐步實現了自由、平等、正義等等足以增添

人性尊嚴的意義內涵，這當然是彌足追求與寶貴的。由於這些價值的實踐，原

則上總必須先通過制度的建構，於是建立民主機制，進成為中國近現代自由主

義者的主要思考點。大概也正因為如此，遂使他們很快地意識到，在倫理學上

註 一:今天的史學界、社會學界和心理學界，均已有不少實謹的研究，當然有一些是突

出傳統之正面作用的，這尤其在十幾年前，將韋伯「新教倫理」的命間引入東亞

現代化問題之風潮中，特別顯著，余英時先生的《中國近世倫理與商人精神》一

書，最可作為代表。但他們也並非全然忽視傳統的負面作用，如賣光國《儒家思

想與東亞現代化》一書對「差序倫理」的指隙，即頗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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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須從根本上扭轉傳統知識份子太過續向內省的思考習慣，轉而著意在

權利一一義務這一新倫理規範的型塑。甚至為此，他們也不惜直接撓戰傳統的

倫理結構和價值秩序。當然，如果從矯枉必須過正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扭轉未

必不可間惰，但假如它事實上巳矯枉過正到價值失序的情形時，又當如何呢?

這裡當然很容易有一些概念上的混淆，首先，民主制度既是為了保障許多

人權價值，貝IJ此一制度的建構，何以又會導致價值失序呢?對於如此的問題，

自然很好回答，這是因為人權固是人性中之重要價值，但它絕對不足以窮盡人

性中之全部價值，今若只為突顯人權之價值性，而必須付出訴毀一個傳統的代

價，貝IJ吾人當然得間，中國的傳統中固不曾直接顯示出對人權的尊重，但它豈

真不會表現出人性中其它層面的價值嗎?就這點而言，即使自由主義者亦不致

魯莽攝裂到如此否定中國傳統(註二) ，但他們也總注意到傳統的倫理寶路對

人權價值的體現，會構成一定程度的阻礙，因此為了體現對人權的關懷，自必

須斬除來自傳統的障礙，或者是客氣點說，必須對傳統來個「創造性的轉化」

(註三)。於是，就在這「轉化的過渡過程」中，乃出現了價值失序的狀態，

這也就是說，我們在肯定了人權價值的同時，也對傳統的其它價值至少都戴上

了懷疑的眼鏡。

對於這個現象，也有人傾向朝一些角度去解釋，或者以為它不過是社會"

註 二:如自由主義者中反傳統極力的殷海光先生，在其晚年已有了明顯的轉變，雖然這

一反省尚未至系統的地步，但在後來的林撞車生、張，因等般門弟子中，其對傳統的

態度則很本作了修正。關於此一轉折，請詳參李明輝〈徐復觀與殷海光〉一文﹒

唯在筆者看來，如林、張等第三代的自由主養者，其對傳統的態度，至多僅與以

余英時先生為首的歷史學派合流，而與新儒家間仍存在著頗為本質的歧見﹒

註 三:這概念乃是林撞車生先生的基本概念，林先生在錢篇反省五四之反傳統思想的文章

中，清楚地表達7這個概念，此後他也不斷反覆地提及此-.點﹒.詳參氏著《

思想與文化》等論文集。必須承認的是，林先生此一概念是有其合理性的，而且

它本質土已揚棄了任何反傳統的思想﹒惟林先生似乎也並不會交椅「轉化 J 的可

能性與其哲學基礎，而且也沒有具體的業績來供作員會置之憑藉，於是此一概念也

終於堵截不住反傳統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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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期的過渡現象，以我們的聰明才智，它終將找出某種轉化之道。或者以為這

原是個全世界後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而且對這些傳統價值的顛覆，未必不是

一個好現象，它可能更足以解放出其它人性的內涵。類似這些解釋自是不一而

足，也未必全無道理:我們當然不能說人類已窮盡地抉發了人性中一切寶貴的

價值，因此，替自己多保留一些轉化甚至顛覆的空間，未嘗不是好事。但已融

入傳統生活世界中之價值，誰能提供一套方法論以保證在經轉化或顛覆之後，

能夠真正對這些價值及其在生活世界中的實踐予以ìt蕪存精?尤其是當人們對

傳統已普遍不抱溫情時，這樣的保證又如何可能?

關於上述問題，當然會涉及許多挺麻煩的哲學問題，在此，筆者無暇也無

意涉入這些相關的哲學論證，我只想提出一個和前述自由主義者不同的觀察角

度。在筆者看來，為了肯定人權價值，而卻冒著價值失序的危險，其實是毫無

必要、而且是庸人自擾的。筆者當然承認，由於生活世界的劇烈改變，因此沒

有任何價值的實踐方式可以一成不變，在這狀況下，對一切傳統的儀式性行為

之保守，恐怕也至多只能表現出一些對傳統的溫情而已了。因此，我們當然也

可以說傳統是需要「轉化」的。但筆者使用轉化一詞，基本上和前述自由主義

者使用此詞的意思微有不同，這是因為筆者以為傳統價值根本不會對人權價值

的體現構成阻礙。當然，筆者並非顧頂到無視於傳統某些價值的表現方式，如

中國社會由孝親之價值所衍生出的父權結構，對人權價值的傷害，但若借用佛

教的名詞來說的話，亦即我們決不能以人病為法病。以此而言，說推行民主便

須反傳統，在我看來，根本是荒唐的，而也正因這種荒唐，遂致付出了價值失

序的代價。於今看來，這一歧路亡羊的病仕雖已現，但似乎尚未積重難返，因

此亡羊補牢，再積極正視本文的論題，顯然還是有其重要意義的。

筆者這一看法，無庸諱言，它正是當代新儒家的基本立場。就本文的論題

而言，這幾十年來，當代新儒家早已發展出了一套論證方式，當然，由於來自

自由主義論敵的挑戰，它的論證也已日漸精密。然而筆者以為，在基本立場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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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筆者毫不懷疑新儒家的說法，但在論證模式上，筆者卻以為大有檢討的

必要，這也正是本文所想處理的部分。因此，底下各節，筆者輝先針對新儒家

關於此一論證的發展，作一概述，然後再提出筆者的臉討。

、

說到新儒家對中國思想傳統與民主政治的觀點，它最清楚也最重要的表述

，當推由張君勵、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諸先生所聯名發表之〈為中國文化

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該文云:

我們說中國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應當伸展出之文化理想，是要使中國

人不僅由其心性之學，以自覺其自我之為一「道德實踐的主體 J '同時

當求在政治上，能自覺為一「政治的主體 J ......這亦就是說中國需要真

正的民主建國......此人格之更高的完成，與民族之精神生命之更高的發

展，正是中國人之要自覺的成為道德實踐之主體之本身所要求的，亦是

中國民族之客觀的精神生命之發展的途程中，原來所要求的。(註四)

換言之，依第二代新儒家幾位代表性人物的共同看法，乃是認為中國思想傳統

有一內在要求，這一要求會必然地促使中國政治走上民主建國的道路。如此說

法自然會引致誤會，蓋因中國五干年的歷史，畢竟不曾真正自覺地由其內在的

思想傳統中湧出民主之要求，這事實總是不容否認的，今何以肯定地說它「必

然」有一內在要求以走向民主呢?對於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諸位先生自亦非

視若無睹，因此〈宣言〉中乃進一步謂:

本於人之道德、主體對其自身之主宰性，則必要求使其自身之活動之表現

於政治之上者，其進其退，皆同為可能。此中即有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

註 四:此文有多個版本，此處所哥|見於唐君毅先生所著， (說中華民簇之花果，且零》頁

158 ，在此書中，本文之標題改為「中國文化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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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與君主制度之根本矛盾。而此矛盾，只有由肯定人人皆乎等為政治

的主體之民主憲政，加以解決;而民主憲政，亦即成為中國文化中之道

德精神自身發展之所要求。(社五)

是則這所謂的內在必然要求，並非是說歷史的必然，也非邏輯的必然。就邏輯

言，諸先生亦指出，中國思想傳統和民主精神並不矛盾，當然它也至多只是不

矛盾而已，而甲和乙不矛盾，當然並不意味甲和乙有邏輯上的必然關係，因此

自然不能說可以由中國思想傳統邏輯地推出民主。依諸先生之意，這兩者之間

乃是精神發展的必然，也就是說道德精神若不如此暢通，這精神便不得正常地

伸展，而歷史上中國一直不曾有民主，它也就必然地把抑了道德精神的順適條

暢。如今西方人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曾夢見的構想，而我們也就必然地會順

著道德精神的內在要求，以積極尋求民主之落實。如此說法，自然和中國歷史

上是不是曾經出現民主，是毫不相涉的。

然而〈宣言〉一文畢竟不是一篇哲學論文，對如上的說法，人們當然可以

進一步追問這「必然」的哲學基礎究竟何在?關於這個問題的哲學論證，毫無

疑問地必須歸本於牟先生所提出的「良知吹陷」這一概念。關於這一概念，近

些年來，是個相當引人注目的顯學論題:在此，我們有必要先對它作一概述。

牟先生很早便已提出這個概念，但初時大抵是認識論的趣味較重。在《認

識心之批判》中，牟先生即已將認識心依二用格度之外在化而有的辯證歷程，

說為是「理解之坎陷 J '此一坎陷復依一「通觀之辯證」以復返於認識心之自

己，並成就認識心之全相(註六)。這樣一種「坎陷」的概念，依牟先生之規

定，乃是:

坎陷相，其相有二:一曰曲，二曰限制。對此相之直接否定所成之非坎

註五:間上，頁166 。

註 六:牟先生此意詳見《認識心之批判》下冊，第三章第一節，頁192~198. 論「二用

格度使用之意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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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相，其相必亦是二:一曰非曲即直，二曰非限即無限。泊是認識之心

之坎陷，如J r 非曲即直」必是認識之心由坎陷而躍出。坎陷典，喜出是認

識之心之二相，亦即是其全相。(註七)

換言之，坎陷在牟先生看來，它從來就是結合著認識主體之完成其自己的辯證

歷程，它必須由此主體自覺地展開一曲用，或說在某一特定的限定相下使用，

而後復亦須自其曲用中躍出以復返於主體自己。

說:

但牟先生亦進一步指出，坎陷之辯證歷程亦並不一定要局限於認識心。他

尚有一種辯證，則為超越形上學中之辯證，乃順承本心之呈露及習氣執

著之破除而表現，此為道德、實踐中之辯證。(註八)

這也就把坎陷上提了一層，而就著道德主體說了。於是，隨後牟先生在《王陽

明致良知教》一書中，即正式說此義。不過此時的說法，大抵仍旨在為道德和

知識作一辯證性的連結，也就是道德主體若真欲完成其自己，它便必須曲折出

去，外在化地表現為知性主體(註九)。這是把知識視為是成全道德之一必經

的發展，這發展雖不是邏輯的，也不影響知識當身的獨立地位，但它反過來也

表示了一點，即知識在人類整體的精神發展上，並不能視為一個獨立的領域，

它必須由道德心而發出，同時在最後也必須辯證地回返於道德心，否則知識即

成精神之自我異化。

另外一方面，牟先生亦以為道德主體的外在化，也同時需要外在為其它形

式，而不只是知識一形式而已。就這點而言，牟先生比較自覺地提到的，即是

註七:同上，頁229 。

註八:同上，頁197 。

註 九:牟先生在《王陽明致良知教》頁35中有云「吾心之良知決定此行為之當否，在實

現此行為中，固須一面致此良知，但即在致字上，吾心之良知亦須決定自己..而

為7別。此種轉化是良知自己決定坎陷其自己:此亦是其天理中之一環。坎陷其

自己而為了別以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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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主體之客觀化為政治主體，由道統開政統的一面。此義特別彰顯在他的「

外王三書 J 之中，並以之為現代儒家「新外王 J 之主要內容(註-0) 。在他

看來，傳統的內聖外王之說，仍是有其真理性的，只是由內聖通往外王之「通

J '不能再是「直通 J '而應是「曲通」。關於此一曲通之義，如《政道與治

道》所云:

曲過是以「轉折的突變」來規定，而轉折之所以為轉折，則固有一種「

逆」的意義存在。這逆的意義之形成是這樣的，即:德性，在其直接的

道德意義中，在其作用表現中，雖不含有架構表現中的科學與民主，但

道德、理性，依其本性而言之，卻不能不要求代表知識的科學與表現正義

公道的民主政治。而內在於科學與民主而言，成就這兩者的「理性之架

構表現」其本性卻又與德、性之道德意義與作用表現相違反，即觀解理性

與實踐理性相違反。即在此違反土遂顯出一個「逆」的意義。它要求一

個與其本性相違反的東西，這顯然是一種矛盾，它所要求的東西必須由

其自己之否定轉而為逆其自性之反對物始成立，它要求一個與其本性相

違反的東西。這表面或平列地觀之，是矛盾;但若內在貫通地觀之，貝IJ

若必須在此一逆中始能滿足其要求，實現其要求，則此表面之矛盾即在

一實現或滿足中得消融。而此實現是一「客觀的實現 J '如;是則即在一

客觀實現中得消融。由此一消融而成一客觀實現，即表示曲而能通。即

要達到此種過，必須先曲一下。此即為由逆而成的轉折土的突變。如果

我們的德性只停在作用表現中，則只有主觀的實現式絕對的實現。如要

造成客觀的實現，則必須在此曲通形態下完成。如祇是主觀實現，則可

哀之以邏輯推理;而如果是曲通由之以至客觀實現，使非邏輯推理所能

註-0: 如牟先生在〈從儒家的當前使命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一文中(此文見《政道

與治道》新版序) ，即明指「新外王」乃為儒家之當前使命，並以「要求民主政

治」為新外王之第一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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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此處可以使吾人了解辨證發展的必然性。辯扭的表明，在此處非出

現不可。(註一一)

這論讀是相當明白的，牟先生清晰地指出了由德性而轉出民主政治，乃是基於

一種「辯證的必然 J '而這也等於將民主辯證地(而非邏輯地或歷史地)植基

於德性。由於道德意識和道德心的闡發，乃是中國思想傳統中至關緊要的部分

，因此牟先生的論證乃為中國思想傳統和民主政治的必然關聯，提供了相當其

說服力的哲學說明。既然民主必須辯證地植基於道德心，因此順儒家一一尤其

是孟子一一的傳統，它必然會以曲通的方式要求開出民主的。

-、

然而關於上述立場和論證，事實上也引致了不少批評，這些常見的批評主

要在指責牟先生「泛道德主義」的思維模式，因此而混淆了思想和存在這兩個

領域，落入了嚴重的黑格爾模式之陷阱(註一二)。對於如此的指責，牟先生

亦曾有明白的回應，他以為民主政治、人權自由的內容固可以獨立地論述，但

如此「祇是政治學教授的立場，不是為民主政治奮門的實踐者的立場，亦不是

從人性活動的全部或文化理想上來說話的立場。 J (註一三)換言之，他以為

人權的內涵，民主制度的建構固可和道德理性互不相涉，但爭人權、爭自由，

則必出之於道德理性之自覺，這是兩層次的問題，因此也就不會有什麼泛道德

主義的問題。按如此的說法，貝IJ牟先生之意似只是指民主建制的背後，無論如

何，它總該有某種理想主義的精神為其支柱。如果說「良知坎陷」的意義只是

註一見《政道與治道》頁57 。

註一二:這些批評來自於許多不同立場的評論者，從早期般海光先生等自由主義者，以至

後來如林毓生、韋政通、余英時等先生，乃至於年輕一擎的楊儒賓等人，所論大

抵相當一致。諸先生之作品並不偈僻，為省，聽蝠，目錄茲從略。

註一三:同(註11)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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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自然沒有問題，而且徒只以經驗論的立場來看人類實踐民主的歷史，也

將無從理解那些為民主而犧牲者之偉大人格。這也就是說，牟先生的說法依然

有其合理性。然而「良知坎陷」的意義真只是如此嗎?

在筆者看來，牟先生對良知坎陷的用法，其實是更為積極的。他針對坎陷

的辯證歷程，提出了「理性的運用表現」和「理性的架構表現」這兩個概念(

註一四)。無疑地，理性之架構表現乃是運用表現之自覺地逆反其本性，經此

逆反以曲折地接引知識與民主:同時，這曲折也預設著良知隨時可自由地回返

而成全其自己。然而如此說法，看來的確存在著棋本的缺陷。現在姑且不論從

理性之架構表現說民主是否恰當(註一五我們且先注意一個問題。就一般

意義而言，民主的建立與運作，決非只是任何個人的實踐問題，它是一種社會

實踐。而就「社會」這一概念而論，貝IJ前述所謂的「由理性之運用表現逆反而

為架構表現 J '這一「逆反 J 、「曲通」將何所用其力?即使退一步說，社會

乃是由無數個體組成，但誰又能保證這辯證歷程的一致性?對這點，牟先生亦

曾意識到，個人之成德與政治、社會教化上說的成德，不能一體例之(註一六

) ，這也是《中庸》說「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的遺意。以此而言，既然成

德義亦可有鬆緊二義，貝IJ以較鬆之教化義來看，孰能說良知可在完全的自由度

之下自在地坎陷?然則徒有一二人得充分掌握坎陷義，是否有助於接引民主?

這不是很成問題嗎?

對於上述問題，傅偉勳先生曾謂:

牟先生「自我坎陷」說的真正意思是，就(哲學)道理言，如無道德主

體性的挺立或良知呈現的終拯理據 (the ultimate ground or reason 

) ，純粹知性的科學探索就等於沒有真實本然 (truly anthentic) 的

註一四:牟先生在《政道與治道》中正式舖陳了這兩個概念，詳參該書第三章。

註一五:筆者在拙作《儒家圍教底再詮釋》頁309---311中，會析論了此一問題，請參看。

註一六:關於此義，仍請詳見《政道與治道》頁123---128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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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義與價值， ......牟先生的「自我坎陷 J '嚴格地說，應指在生命

更高層次的價值取向土我們的道德主體對於(從事於科學探索的)認知

主體施行一種道德上的指導( mora 1 gui dance )或價值土的規制(

valuational regulation) 0 (社-~)

依傅先生之意，他很明白地指出了牟先生至多只能在比較消極地一面使用良知

坎陷，換言之，如果以積極方式來說良知坎陷以聞出民主科學，便終將落入泛

道德主義的陷阱，這也就是說，良知坎陷的辯證歷程是必須取消的。筆者以為

，傅先生此一批評是相當深刻的，牟先生於使用此一概念時，的確不免有依違

。當然，如李明輝先生十分不滿意任何以泛道德主義來說牟先生的論點，但筆

者通觀李先生的所有討論，其實他亦明白地祇將良知坎陷說界定在前述的消極

義，而鮮少論及此概念之積極用法。換言之，李先生在為牟先生進行辯難的過

程中，已不期然而然地收縮了牟先生的說法(註一八)。然則顯而易見的，假

如牟先生的說法終須有所保留，貝IJ由道德主體必然以曲通的方式開出民主這一

論證，當然也就會面臨質疑。

於此，我們看到想要為中國思想傳統和民主政治勾聯上關係之努力，所遭

逢到的困境。就新儒家而言，從第一代的熊、柴諸先生開始，即將儒學傳統與

民主政治之對話點，界定在「性善論」上(註一九)。這一界定方式到了第二

代新儒家，乃更進一步，純以孟子式的性善論為立論依撥。如所週知，而且頗

難翻案的是，孟子的確把他的理論支點建立在超越的道德主體之上。也正是因

註一七:見傅偉勳先生《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一書頁31 。

註一八:李明輝先生的辯難，請見《儒學與現代意識》一害。在這些辯難中，李先生的主

要論點，只是反覆在強調「道德主體優位」的立場，他也把所謂的泛道德主羲界

定在此義上，就此義而言，自然沒有問題。.

註一九:關於這點，梁漱漠和張激俱曾以為它正是中國無法成功援引民主的原因，這些觀

點詳參梁氏《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和張氏之《幽暗意誠與民主傳統》

'但李明輝〈性善說與民主政治〉一文，會引述了胡平〈儒家人性論與民主憲政

〉一文，駁斥了土述觀點，可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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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如此，當以這套性善論來和民主政治相對話時，牟先生「良知坎陷」的說法

大概已是所能設想的最佳一一甚至是唯一一一解決方式了。何信全先生描述牟

先生這一思路云:

這一個儒學內在理絡的疏導，就其以陸正心性之學島上繼孔孟之道統的

觀惑而論，可以說有其必要性。蓋在此一儒學脈絡之下，良知相較於認

知主體或政治主體，具有優位。同時，就良知證成而言，乃是透過直接

的體證'而無需其他主體的媒介，亦即無需設定其他主體的存在。因此

，就儒學而言，如果其第三期發展所要闖出的新外正乃是民主與科學的

話，則必然要挺立認知主體與政治主體之存在，以闖出對列之局。如此

，則良知自我坎陷而為與物對待的誠心之執，可以說是儒學通往氏主與

科學的必經之路。(社二0)

作為一位自由主義者，何先生顯然已較林毓生先生等前輩，更能同情地理解牟

先生了，這一判斷也大抵是可信的。但既然依此而開出之民主，一如前述，只

能有消極的意義，則我們是否還有可能為中國思想傳統和民主政治，勾聯上積

極的關係呢?

對於這個問題，坦白說，在牟先生之後的新儒家繼承者中，似乎俏未形成

特別的問題意識，當然更遑論能提出新的解決方案了。反倒是何信全先生基於

和會新儒家和自由主義的特殊問題意識，借著代籌式地提出了一個解決方向。

他說:

比較而言，牟宗三與徐復視對儒家式的積桂自由哲學，在開展現代民主

土的缺陷，顯然有較為深入底省思。就牟宗三而言，儒學唯有分別個人

自由實踐上的道德與政治社會教化上的道德，前者可嚴而復者宜寬;再

則透過理性的運用表現曲轉出理性的架構表現，始足以立現代民主的哲

學之基。就徐彼視而言，則力陳儒家之修己與治人二是f乃屬不同的兩個

註二0: 見何信全《儒學與現代民主一一當代新儒家政治哲學研究》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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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道德上的修己所立的標準高，而政治上的治人所立的標單低。他

並以政治上消糧的無為而治詮釋僑家的德治，可以說與其土述觀點互相

呼應。牟宗三與徐彼觀此一對儒家政治哲學的反思，共同指向將倫理界

城與政治界域二者予以區隔，以保住儒家式的積極自由哲學在倫理界城

可貴的成就，並避免其在政治界域隱含的缺陷。就此而詣，唯有吾人把

握倫理與政治界域之區隔，儒學通向現代民主所存在的鐘前糾結，乃得

以透過理..底疏導而獲致解決。(註二一)

何先生這樣的構想，很有趣的，它並非直接由自由主義的理諭中引發，而是直

接源自牟、徐二先生的啟示，還是否代表林毓生先生「創造性的轉化」之具體

內容，仍須乞助於新儒家的業績，當然值得觀察。不過依前述，筆者亦須指出

，截至目前為止，哲學上究竟應如何才能「區隔倫理和政治的界域 J '恐怕還

是不能作出積極而合理的安排。因此，何先生若不能對此作出論謹，員。這一解

決方案可能也終將只是個構想而已吧!不過同樣的，這問題也同樣考.著新儒

家的後繼者，我們可不可能在牟先生的基礎上，更積極地為中國思想傳統和民

主政治建立起聯繫呢?

四、

考量前述問題，有一個角度是必須注意的，此即不同的主體性概念之衝突

。依新儒家之共識，儒家倫理乃是奠基於一個超越的道德主體性概念之上:而

男一方面，在今天社會哲學的領域，要不就傾向於取消一切主體性之概念，要

不至多只能承認某種意義的「互主體性 J (inter-subjectivity) ，這也就是

說，社會哲學中很難允許有超越的主體性這類的概念存在(註二二)。即使是

註二一 :同土，頁l鉤。

註二二﹒ :如果從社會哲學的兩個傳統一一韋伯 (Weber) 和檢爾幹( Durkheim) 的一一來看

，正好可以反映出這個問題﹒韋伯從主體的概念出發，試圖將社﹒學形成為一種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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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牟先生「辯證的坎陷」這一說法，而說良知坎陷為「知性主體」或「政治

主體 J '但這樣的政治主體概念，恐怕也不是今天任何社會哲學的思考所能接

受的(註二三)。以此而言，筆者以為我們似乎很難採取任何「區隔」的方式

，來處理倫理和政治這兩這界域，因為若如此的話，它馬上會發生倫理主體和

政治主體如何區隔、如何聯繫的問題，而這恐怕都是難以處理的。換言之，筆

者並不傾向用何信全先生的構想，來表述此一問題的可能解決方向。

然則，解決方向應如何出現呢?依筆者的想法，既然社會哲學中很難接納

超越的主體性之類的概念，那我們何不來個反向思考，去想想倫理學中能不能

接受互主體性之概念呢?這樣的想法，如單純就倫理學看，當然並不新鮮，在

廿世紀所產生的倫理學中，以E主體性為支柱的系統，並不在少數。然而若再

加上一個限制性條件，即此一倫理學必須要能和中國思想傳統相符順，貝IJ問題

恐怕就沒那麼簡單了。

就一般的詮釋而言，儒家傳統所內蘊的倫理學，大抵是奠基於「自律道德

」之上(註二四)。雖然在儒家思想史的長河中，事實上不乏居主流地位的倫

理學系統，並不能歸屬於自律道德這一型態，但這問題並非民主多數決的問題

(撞上頁)

通過詮釋以尋t'<:規則之特別的科學，涂爾幹則恰好反對任何自主體出發的進路，

而認為社會事實的交互作用才是主要建構社會學的基幹。關於此義，詳見克內爾

.納瑟義菁、魯貴顯譯之《尼克拉斯﹒盧雯的社會系統理論導論》第二章。這兩

個傳統也正是後來如帕森恩、哈伯瑪斯、盧曼等人之分l校所在。

註二三 :筆者之義乃是說，通過坎陷而來的「政治主體 J '其基本的性格如何，牟先生並

未作明白之規能。照牟先生兩重存有論的說法，這個主體自然是「識心 J '是「

執 J '也就是說它是個有限的主體，但這個有限主體，看來仍是對限在「個人」

的領域內，而並不是指在社會互動中之主體，若是如此的話，這個政治主體的概

念，其用處可能就不大了。

註二四:關於這個問題，近幾年會一度激起過熱烈的討論，傅佩榮先生等積極反對自律道

i擎的說法，並提出「人性向善論」的說法來詮釋儒家之性善論，這說法和傳統人

性本善的理解，當然有本質的歧臭，關於這問題的辨析，請詳見李明輝先生《儒

家與康德》、《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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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承認孔子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型態，貝IJ儒家所主張的道德恐怕

便必須原則性地歸屬於自律道德，這一判斷看來是很難翻案的。不過，也正因

儒家倫理學事實上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型態，因此也就有不少人認為，我們或可

在某些另類非自律道德型態的倫理學中尋找資源，以試圖溝通倫理和政治這兩

個界域。其中特別受到青睞的，首推朱夫子的系統，包括作為新儒家開山之熊

十力先生，以及歷史學派的領導人余英時先生，自由主義者中如何信全先生等

，均曾寄希望於此(註二五)。然而任何非自律型態的道德學說，一則違反以

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本旨，再則這種學說要不就得把道德奠基在某種形上學之上

，要不就會形成某種形式的道德懷疑論。因此之故，這些嘗試的成功希望恐怕

是不高的，這大概也是第二代新儒家但不顧在這點上去追隨熊先生的原故吧!

照如上的意思，顯然地，我們面臨的問題便是必須尋找或是作出一套能聯

結自律道德和互主體性的倫理學。然則這套倫理學存在嗎?於此，筆者直接注

意到了哈伯瑪斯的「溝通倫理學」。照哈氏的說法，他這套倫理學實際上直接

導源於康德的道德哲學。他承認任何足以對治道德懷疑論的說法，均必須奠基

於以康德所說之「定言令式」為基礎的普遍主義之立場，但他不認為康德將定

言令式歸給一個純善的理性之方式是合理的，因為由這樣的超越主體所導引出

來的倫理學，勢必只具有獨白的性格(註二六)。於是，哈氏轉而借助「理想

言談情境」之構想，通過對溝通的幾個有般性之要求，而構擺出進行溝通之論

證峙的幾個程序性預設。同時，哈氏復進一步指出這些程序性預設也具有倫理

學之意涵。關於這點，哈氏乃是以為這些預設均同時體會地假設了一個「普遍

註二五:熊十力先生其實並未明白以朱夫子來溝通倫理與政治，但在《讀經示要》中，熊

先生會引朱夫子的格物說來捕良知教之不足，這自然表示出了一個方向。余英時

先生則很少直接論證如何由朱夫子來溝通傳統和現代，但他常認為朱子所代表的

「道問學」面向，是中國文化接引現代的重要憑藉，這當然也已說明了他的立場

。何信全先生之說，詳見(註二0) 引書頁94 。

註二六 : 參見李明輝〈獨自的倫理學抑或對話的倫理學〉一文，此文見《儒學與現代憲議

》一書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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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則 J '而這個原則完全可以將定言令式的道德意涵保留下來。由於哈氏亦

指出，任何溝通行動均須以互主體性為前提，從而，我們乃能找到一套足以組

合自律道德和互主體性的倫理學。筆者以為，這套倫理學恐怕才會是更積極地

聯繫中國思想傳統和民主政治之希望所在。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改以這套倫

理學去詮釋儒家倫理觀的話，便可能即在道德的要求下，通過溝通行動，而真

體落實為一套民主建制。在筆者看來，這樣的構想可能會比牟先生的構想，更

具有合理性。

當然，上述構想無疑有待更嚴謹的論證。關於此一論證，筆者在拙作《儒

家圓教底再詮釋》中，已有較詳細的說明，為節省篇幅，此處不擬備論(註二

七) ，惟有一事，有必要作較詳盡之補充，此即在中國思想傳統中有沒有足以

和這套倫理學中所謂的互主體性相比觀的概念呢?照哈氏的說法，所謂的互主

體性，乃意昧著任何一個主體均是在與他人互動之相互性中，而成其為一個主

體，這意思和海德格所謂的「共在 J '其實是完全一致的(註二八)。依這意

思，顯然地，互主體性只能套在有限情境中，而為一個「有限心」的概念，它

不能再是任何「無限心」的概念，這是無可疑的。然而若是如此的話，我們可

能在中國思想傳統中，找到既強調自律性，又只能是個有限心的概念嗎?

關於這個問題，如果依牟先生的立場，他無疑是會投反對票的。因為在他

看來，中國思想傳統中，凡以心為第一義的心性論系統，其心義俱須歸屬於超

越的無限智心，這不獨是指儒家的心性論系統，道家、佛教的系統亦復如此(

註二九)。牟先生此一詮釋立場甚鮮明，當然他也有足夠的詮釋成果為後盾。

然而誠如筆者已曾指出的，如天台的性具系統，其一念心之義絕對不應視為任

何意義的無限心:男如牟先生宋明理學三系中，以心著性一系之心義，也未必

註二七 : 關於此一構想的詳細論譚，請見拙作《儒家圓教底再詮釋》第五章二、三兩節﹒

註二八 : 此書畫亦請見上尋|書頁285~287 0 

註二九 : 牟先生此羲最清楚地表示在其《圍蕃員會》的最後一章中，可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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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須視為是超越的道德主體，甚至如胡五峰和劉酪山之論心，更有比較明確的

證撮，乃將之視為是有限心(註三0) 。凡此，皆已足為前述構想提供基礎，

惟筆者於此猶想進一步指出，前述例證在中國思想傳統中，決非罕見的特例，

而且我們其實並沒有理由誇張「超越的思維 J 和中國思想傳統的關聯性。筆者

如此的判斷，當然並無意挑戰今天學界的普遍看法一一即以中國思想傳統的基

本型態乃是「超越而又內在」的一一如果這「既超越又內在」的，乃是指「性

J 而言，貝IJ筆者並無異辭，但若說中國思想傳統之論心，乃以超越內在義扇大

宗，貝IJ恐怕便必須有所保留了(註三一)。何以言之呢?

就先秦儒家言，孔子之開宗，無疑乃以「仁 J 為核心，但在孔子，仁之一

義，所可確定者，它的確表示某種意義的道德主體性，可是它是否即是孟子所‘

說的「本心」呢?象山說孔子「其言渾無縛縫 J '孟子「十字打開 J '這說法

其實巳清楚地表示出了孔孟的關係。照象山之說，孔子至多只表示了某種智慧

方向，而孟子則是第一位以確定的義理系統詮釋孔子的人。以此而言，孔子固

然可能不會反對孟子的詮釋，但未必不可說孟子正是在他特殊的系統相上窄化

了孔子。這主要是因為《論語》中實在找不到任何證撮，非得將仁理解為超越

的道德主體性之原故。孟子而後，一般認為和孟子的學脈最為接近的，便是《

中庸》了，但我們是否能認定《中庸》之論「中」、論「誠 J '必定即是孟子

的本心呢?以理學家之能將《中庸》詮釋成如此多元而互不隸屬的風貌，其實

便可思過半矣(註三二)

註三0: 見前可|拙作，頁170~180 。

註三一 :說中國思想傳統的型態乃是「內在超越」的，這幾乎已成了各種不同立場者的共

識，自由主義者如林毓生、張激等先生，歷史學派如余英時先生，新儒家之二、

三兩代如唐、牟、徐諸先生和劉述先、杜維明先生等人，皆作如此主張，所以此

一命題，其實是中國思想之現代詮釋中罕見的具有高度共識之命題，它的反對聲

音往往只來自於西方的漢學家。

註三二:組略說來，理學家對《中庸》的詮釋，如果以「中」這個概念為核心，便大致可

分為三個系統，一般以為，中乃指性體，亦即直接顧承「天命之謂性」而說，這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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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上所述，至多只能表示作為儒家核心之「仁 J '其意義仍是開放

的，它當然也並不排斥詮釋為超越的道德主體性。但平心而論，中國學者真能

充分掌握本心義者，恐怕並不見得很多。象山的門弟子甚孤零，自有多重原因

，未必和其學問主張有闕，因此可置勿論，但陽明之言盈天下，這便有可論者

了。陽明之良知教當然是孟子的摘系無疑，但作為其教法核心的四旬教，甚至

在陽明及身便已有了紛歧的理解，即使陽明亦未能化解。其中龍溪和緒山的歧

見，純是系統內的不同境界層次，因此它只需和會，無待化解，因此沒什麼問

題(註三三)。然而像雙江的歸寂說，將良知只放在未發之中，這無論就體或

就用言，均無疑把良知的超越義給丟掉了，它當然已成了系統對峙的問題，這

如何能不化解?此所以龍溪要和雙江有幾番辯論之故(註三四)。然而若以純

思想史的角度看，雙江、念蓓的歧出，恐怕較諸陽明摘傳的學脈，影響力還要

更大(註三五)。龍溪等人固然可以指責雙江等人及門日淺，因此遂有誤解，

(縫上頁)

說法在胡五峰又有擴充，即結合著已發未發，而說已發為惰，未發則指性，如是

而成一特殊之工夫系統。而如朱子是以未發屬理，已發屬氣而分，中指理言。陽

明的系統則以未發已發俱屬一質，未發之中即是良知，順此良知即是已發之和。

當然進一步說，如雙江在體會陽明之說時，即將「中」之良知義，僅限制在未發

，這自然會導致良知之超越義的脫落，此義下文會再提及，不贅。

註三三:此指〈天泉證道記〉中所謂的「四有」和「四無」之爭論，這爭論陽明巴做了和

會，而仍將教法定在四有旬上，這大致無問題。

註三四:龍溪和雙江之〈致知識辯) ，實是明代理學中最重要的論辯之一。在雙江的立場

，良知只是未發之中，持此未發之中之心體，以致諸事事物物之用，才有所謂已

發之扣。但照陽明的立場，只是一心之呈現，而實不必有嚴格的體用之分，即使

說體用，也只是分析之方便，於未發時較易把握此心體而已。今雙江一旦嚴分體

用，其後果是將超越義只推回到性體之上，而心則喪失了超越義，但雙江又常纏

夾不清，遂有種種義理分際之混淆。其實雙江若能分清一些問題，貝IJ他實可不必

依附於良知教，而自成另一系統也。

註三五:從雙江等之分歧開始，王門即出現了分化，日本人將之稱為王門的左誼民與右脈，

不管名詞是否恰當，這分化總是事實。陽明的摘傳影響力較大者，大約在龍溪、

泰州一系，但這一系也幾乎成為後來眾人指責之焦點，其影響力也迅速沒落，倒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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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難道不也可能是因超越義之難為一般人所掌握嗎?陽明說孟子有英氣，其實

這英氣並不一定只由孟子個人之氣質所致，在筆者看來，它多半只是其系統相

的必然結果。孟子英氣之莊嚴肅穆、之咄咄逼人，這是讀者均易感受的，根器

稍小者便往往因之而倒，然則可說孟子之思路真是中國思想型態之大宗嗎?又

聖人立教，豈真會以此為極境嗎?這都是顯然可以商榷的。

再者，我們再擴大些看，中國思想傳統中，足和儒家分庭抗禮的道家，以

其同樣作為一套實踐哲學，它也有類似於儒家的表述模式。依牟先生的觀點，

道家這套表述模式，依然是一套心性論的模式，而且作為此一系統核心的「道

心 J '也同樣是個無限智心(註三六)。換言之，牟先生以為儒道一體皆依本

於超越的主體性一一儘管這兩個主體性的內容意義是完全不同的。顧這意思推

想下去，我們當然更可以了解到牟先生以超越內在之主體性為中國思想型態之

大宗，其意旨之所在。然而假如我們進一步注意一下道家的文獻，則恐怕並不

見得容易證實道心的超越性。就莊子言，在筆者看來，它最具超越意味的概念

，大概應屬〈齊物論〉中的「真君」了，這概念直可類比於儒家的性體、道體

(註三七)。而在〈齊物論〉中，它乃企圖以「莫若以明」的工夫通往真君、

真宰，這也許也可說是某種意義的「以心著性」吧!作為「明 J 背後的「心」

，毫無疑問，即是「心齋 J 之心，但此心可以理解為超越的無限智心嗎? <人

(按上頁)

反是雙江一系，直接促成了王學的轉化，明末劉磁山之說法，恐怕便可直接溯激

於此，而這一思路竟也成了由王學轉向梨洲、船山之學之關鍵，這意義自然是重

大的。

註三六:牟先生在《圓善論〉頁263----264中謂道家義的無限智心是玄智、是道心，玄智者

「有無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乘妙之門 J r有是道之微，無

是道之妙，有無合一謂之玄， .. . ...此一無限的道心玄智一旦呈現，亦可保住玄德

之純與夫存在之諧和于t孽，此亦可開德褔一致之機 J '這是他為道家哲學所作之

最清楚的哲學定位。

註三七:關於「真君」這概念之超越性，請詳見拙作〈齊物論釋〉土，文見《頁，湖月刊》

2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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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世〉說心齋，乃從「聽之以氣」上說，然則從氣性土說的心，可能是無限心

嗎(註三八?這也就是說，道家的思路，恐怕更適合從有限心上去索解:這

索解之道固然仍有待論證，但至少通過這些說明，當已可打破對「無限智心」

的某種迷思，從而為中國思想傳統和有限心的關聯性打開一條坦途。若果真能

如此，我們也才有希望為傳統的「內聖外王」命題，找到更積極、更真現代意

義的表述模式。

五、

總之，筆者只意在表達，中國的思想傳統其實並不一定真是那麼不食人間

煙火的。對超越主體性的強調，固然使系統的表達顯得簡易直截，而若再進一

步配合體用關係的表述，如牟先生所常說的「超越的分解」和「辯證的綜合」

'也很容易展現出某種實踐的化境，甚至這「化境」猶可進一步配合「坎陷」

這個概念，而充分彰顯主體在「精神層面」的「絕對自由度 J '使主體得以自

由地出入於道德、審美、知識，甚至是政治、經濟等領域，這當然很容易使人

註三八(莊子﹒人問世〉說心齋義云「若一志，無買車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

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

齋山。」順此文義，貝IJ心與氣乃同層之概念，氣原非指氣化而言，郭象注云「遺

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 J '這說法原則上是恰當的，徐復觀先生《中國

人性論史》說此氣云「實際只是心的某種狀態的比擬之詞，與老子所說的純生理

之氣不同 J '也看出氣這概念的特殊性。以此而言， r一志」和「聽之以氣 J f更

應是同義語，一志即是一此虛而待物之氣，郭象所謂「任獨」是也。然則此從心

上說之氣應如何理解?高柏圍《莊于內仁篇思想研究》將之理解為心之虛靈純一

的境界，這似乎又將氣從心上滑開，而成7境界的概念，如此解法於文義妥適嗎

?在筆者看來，莊子既說「心止於符 J '其實已明確指出心氣之別，莊子此處說

心，實指心之「理性」義言，對此於此義，郭象將氣說成是「氣性 J '倒是頗能

指出此概念的特點，它是從氣性上說的心，此心之能虛而待物，即是心齋。換言

之，此氣乃是一個「有限心」之概念，氣在工夫土如何能虛，這自然有待論謹，

但至少旺子本文已明白指出心目，之心乃是一個氣性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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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然而興大丈夫的想望。如果我們進一步將此想望與中國思想傳統結合起來，

並將之當成傳統思想之大宗，貝IJ當然有助於提升對中國思想傳統的信力。然而

，依此方式來詮釋中國思想傳統，卻也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那就是很難依此

來接引「社會」這一概念。

平心而論，中國這一國度，它一直是只有倫理結構，而無社會結構，這也

是孫中山先生早已指出的，中國之有宗族而無圓族，蓋因國族乃一社會之概念

也。而所謂中國現代化，其本質之意義，恐怕不只是求中國人思維之理性化而

已，而猶在求中國之能由倫理意義之宗族轉出現代意義之社會。如果說中國猶

可自足於倫理結構，貝IJ也許依孟子式的超越思維，即足以為它提供充分的價值

規範，進而完成一古典式的內聖外王之理想;但我們顯然知道，這一單純的結

構已然一去不返了，今天的中國，它需要搏成的不只是宗族，而且更須搏成一

社會，以此而言，我們在進行中國思想傳統之再詮釋時，如何能不著意於接引

社會這一概念呢?這也是何以筆者要強調必須注重中國思想傳統和有限心之關

聯的原故。

當然，筆者也完全了解，前述之再詮釋並不能理解為主張有限心之前賢已

有了社會概念的雛形，因為這顯然不是事實。像狄百瑞之以自由主義來比揖梨

洲在《明夷待訪錄》中的進步思想，這比擬自然是不恰當的(註三九)。然而

這並不能阻止我們依前述進路來進行某種「創造性的詮釋 J (註四0) ，以使

中國思想傳統擁有更豐富的創造空間，從而能為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更進一解。

如果筆者上述的說法可以證成的話，貝IJ我們就不必再如自由主義者之敵視

傳統，或者是只以消極的方式看待傳統，而且我們將有可能在既保留宗族結構

下所展現之價值，又成功地接引現代社會的新價值。如此一來，它當然可以使

註三九:詳見狄百瑞著、李弘棋譯之《中國的自由傳統》頁96......1070

註四0: 關於這概念所涉及的方法論問題，傳偉勵先生在〈哲學揖求的荊棘之路> (見《

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 )一文頁47......49中，曾有簡單之歸納，可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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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實踐民主中，避開價值失序的危險，也可使中國的思想傳統獲得新的生

命力，甚至也為西方現代社會提供另一個參考點，以使整個世界現代化的進程

，得到更豐富多元的面貌。

當然，以上種種皆只是最原則性的構想，無論這一構想的合理性如何，中

國思想傳統都不可能因此而馬上得到什麼現實的重生，因為這不只是「理」的

問題，它尚有「勢」的問題。傳統淪落至此危在旦夕的地步，誠堪令人浩嘆，

看來反傳統的勢頭，恐怕還不是一二人所能扭轉的，因此在今日作此思考，也

不過只是對上國文化之耿耿孤忠，拳拳不能自巳耳。中國傳統智慧的未來命運

為何，我不會觀象推步，歷史永遠充滿著詭異性;我只知道，假如我們不在歷

史契機出現前，即準備好應有的智慧，那便是我們的失職。兒孫自有兒孫福，

筆者只希望不要愧對兒孫，於顧足矣!

【後記】本文基本土乃是為補拙作〈備家圍教底再詮釋》之一些不足，因此在

寫作上，於前，詳者，本文即甚簡略，於前，未盡之意，本文則稍事補充。以

此之故，本文的許多地方均有簡圖書過甚之嫌，這是必須說明的。另外，在前，

中，筆者大致只處理了宋明，但筆者的野心乃是企圖全面處理中國哲學，本文

也多少可視為這一企圖的發樹，希望日後能逐步順此綠黨來重新建槍聲部中國

哲學的再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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